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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電視新聞評論節目解讀

⊙ 凌 燕

 

1993年是中國社會改革經過一段停滯後，重新起步並加速發展的一年。此時，改革初期各階

層普遍受益的局面消失，漸進式改革所引發的各種瓶頸效應和轉型綜合症都已成為現實，政

治上加強控制、經濟上繼續開放以保持社會穩定成為現實選擇。

加強控制並不意味著回收一切已經下放的權力和封閉已開放的社會空間，而是在自己所保有

的空間內，強化其官方意識形態宣傳的有效性，凝聚不同利益團體的共識，疏導社會不滿情

緒。作為國家級電視機構，中央電視台在企業化轉型過程中，漸次下放除新聞性節目、文藝

晚會、直播活動之外大部分節目的製作權，只保留審查權。電視新聞作為官方最後也是最重

要的一塊自留地，開始承擔過去所有電視節目共同承擔的意識形態宣傳工作，但電視的另一

身份──營利機構又使其同時奉收視率為圭臬。隨著科技的發展和新聞業競爭的日益激烈，

靠獨家新聞來吸引受眾、壓倒同行的難度越來越大，新聞評論成為媒體面對競爭所能拿出的

有效武器，行政級別越高的電視機構，所能批評的範圍和領域越寬，其發言也越具權威和影

響力。

從官方角度來說，3.5億台電視機無疑是重塑意識形態權威、整合日趨碎片化的轉型社會的有

效工具，改革日漸失效的、舊的、極易被指認的宣傳方式，探尋新的、更為隱蔽而有效的宣

傳方式已迫在眉睫。

廣播電視的實質性改革同時啟動。1993年5月，一個由體制外從業人員、國家意識形態機器和

鉅額廣告共同打造1的早間新聞類節目──《東方時空》出台，節目被有意無意地區隔為三個

空間：《東方之子》圈點當代政治、經濟、文化精英；《生活空間》為庶民的平凡、甚或艱

難的生活尋求生存的意義；《焦點時刻》溝通前二者（以政治、經濟、文化精英的視角對庶

民實施「關懷」）。《東方時空》在整體上獲得了巨大成功，1998-2000年的年度收視率分別

為2.07%、2.11%、1.98%2。

一年後的1994年4月1日，脫胎於《焦點時刻》的《焦點訪談》誕生，成為收視率僅次於《新

聞聯播》的又一個中國電視神話，其中1998年年平均收視率為27.48%。換言之，《焦點訪

談》成了近1/3中國電視觀眾每天晚飯後的一項生活內容。

1996年5月17日，作為《焦點訪談》在廣度與深度上的延伸，周刊型欄目《新聞調查》隆重登

場，節目以對「社會的關切」、「制度的建設」為選題的方向，以深度報導的形式對重大社

會新聞事件進行調查和評說，成為央視的一大名牌欄目。

話語置換：建構國家／社會／個人的新型關係



隨著傳媒市場化改革的深入，批評報導成了迎合受眾泄火及維權需要、擴大市場的重要而有

效的手段，電視借助攝像機的權威和特權，往往打擊力度更強，電視批評報導成了與其他傳

媒競爭的獨家武器。曝光節目成了既可為電視台樹立良好的媒介形象，又可吸引觀眾的法

寶。每日不過13分鐘的《焦點訪談》也因此而集中了每年數億元的廣告額，佔央視全部廣告

收入的10%3。

傳媒市場化、受眾的心理及情緒需要固然是批評報導的助推器，然而真正為其創造了繁殖氣

候的，是媒介主管部門的默許乃至鼓勵。主持人方宏進曾表示：《焦點訪談》能那麼火，70%

的分應打給中央主管宣傳工作的機構和領導，是他們讓它存在的4。

現代化的轉型是一個權力和意識形態不斷分化的過程，地方權力越來越大，中央對地方的控

制趨於弱化，黨對幹部的意識形態領導也遭到了市場邏輯的嚴重侵犯和削弱，批評報導的正

面建構作用開始受到重視，而不再被簡單地視為對黨的權威和國家政權合法性的挑釁。在意

識形態宣傳主管部門的組織下，電視機構開始積極穩妥地將批評報導作為監控、打擊地方不

法勢力，加強幹部管理及道德建設的有效手段，對批評報導的管理，也由過去數量、程序上

的嚴格限制改為效能上的控制，即批評報導要「有利於化解矛盾、增進團結、維護穩定」，

策略的重要性得以提昇。經過數年的實踐，媒體積累了為豐富的設置議題經驗，對報導的比

例、分寸、時機、角度有了規律性的把握。

法輪功癡迷者自焚事件發生在2001年1月23日，直至30日《焦點訪談》才首次報導。重大敏感

問題延時報導是國內媒體的不成文慣例，因為「要正確把握報導時機」。但延至七日之後才

報導不能不說另有考慮：1月23日正值除夕，即時報導不僅會破壞春節的喜慶氣氛，更因為正

逢假期，無法發揮組織傳播（集體觀看、組織學習討論）的優勢，對民眾的刺激不能最大限

度強化；1月30日為農曆初七，新年長假即將結束，所有隸屬於單位、能被組織起來的人第二

天就要上班，此時報導事件既能借助節慶環境的反襯，又不致影響百姓情緒，更重要的是可

以發起連續的學習討論，通過將這一議題組織化來形成社會輿論。

對於沒有強烈信仰需要的中國公眾來說，對邪教的癡迷是他們不能真正理解的，官方對法輪

功破壞力抽象的宣傳，多少讓人覺得真假難辨。在民間，法輪功作為頑固不化、執迷不悟的

代名詞，其「段子」被演繹得五花八門，這些「段子」在戲謔反政府邪教的同時，不免也有

對主流權威的顛覆，自焚事件使法輪功真實可感，也使政府任何形勢及強度的宣傳攻勢都具

有了合法性。通過播放自焚場面來突出法輪功的殘忍，訴諸突破觀眾心理接受上限的感官刺

激，主流宣傳與民眾建立了信任。利用商業媒體喜好但又不能隨意使用的恐怖訴求，反邪教

這種國家行為借助商業化手法贏得了民眾的共識。

輿論監督在當下與其說是非權力機構／群體對權力機構的監督與批評，不如說是通過民間話

語與官方話語的置換，所達成的對權力運行中離軌行為的制衡與糾錯機制。話語的置換強化

了「站在老百姓的立場上」的媒介形象，弱化了「為政府說話」的真實立場。節目通過向利

益被損害、或潛在的受損者提供利益表達渠道的方式，泄導轉型期民眾不斷鬱積的社會不滿

情緒，成為權力機構的隱形延伸，發揮著有效的社會整合功能。

在民間，《焦點訪談》被命名為「焦青天」，需要關注的是「焦青天」究竟主持了哪些正

義？在法律上，「官」「民」並非一體，而是兩種主體，會有利益衝突。對於普通百姓而

言，權力群體中個體的離軌意味著局部出現塌方，主流媒體所要達到的便是主動將這些離軌

者放逐，以維護制度的合法性。「焦青天」將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統一起來，孤立令行不止



的權力個體，所鞭笞的往往是那些同時損害了人民和國家利益的行為和個人。因此，輿論監

督實質上成為政府行政工作的一種手段，並不是純粹監督政府的手段。

訪談的一個必不可少的對象群是權力機關領導。權力機關既賦予監督者以監督權，直接領導

監督，又是監督者所要服務的機構，在文本中，或是直接出場，或是作為缺席的在場者，都

是輿論的主控者。《焦點訪談》慣用的策略，是在批評揭露了部分地區的問題、個別官僚的

腐敗後，總要找到相應的上級主管部門的領導發言評論，意在說明：一、政策是沒有錯誤

的，只是下級部門執行中出現的偏差；二、下層官僚雖腐敗，而上層領導是好的。後者的發

言具有輿論的示範性和導向性，通過打擊下級執行者和表明信心來強化政策甚至政權的合法

性。

在《透視運城滲灌工程》5結尾，山西省長在接受採訪時說：「說來說去，老百姓是好的，關

鍵是幹部。」這句話或可作為包括《焦點訪談》、《新聞調查》在內的焦點類新聞評論節目

的基本立場。但這種表述存在頗多疑點，在現代社會裡，公民──既包括黨政幹部，也包括

平民百姓──的權利應當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幹部的權力及責任更重大一些（而這是行政

範疇的問題）。「老百姓怎麼做都是對的或情有可原的」，這種思想既不符合現代法律精

神，也不利於培養有獨立人格的現代主體。

能被普通觀眾指認的意識形態是失效的意識形態，控制輿論的一個有效方法就是，盡量隱蔽

意識形態「框架」的輪廓，使之達到自然化的效果。在實踐中，記者編導們總結了很多行之

有效的策略，所謂「硬焦點軟著陸，軟焦點硬道理」6就是在「上」「下」兩頭尋找平衡點；

所謂「批評性節目往表揚上說，表揚性節目往批評上說」7，則是體現平衡策略的重要手段。

《摧毀黑藥市，打掉保護傘》中的主持人以這樣一段評述結尾：

非法藥品批發給人民群眾帶來的危害是極其嚴重的，對此必須予以堅決打擊，這是國家的一

項既定政策，也同時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但由於這些非法經營利潤豐厚，所以，他們往

往要想盡一切辦法來逃避執法者的檢查，這的確給治理帶來一定的難度。但是從蒼南縣整治

非法藥市的情況來看，只要我們政府態度堅定、工作認真，措施得力，並且持之以恆，非法

藥品泛濫的局面是完全可以得到控制的。

這是《焦點訪談》節目頗具代表性的結語，「人民」、「非法者」、「執法者」、「政府」

都被建構其中，各自的位置是：人民利益是受保護的、非法者必受打擊、執法者需要監督、

政府可以信任。儘管節目的大部分影像都在表現執法者存在的失誤，但在有定性意義的結尾

中，一句「非法者想盡一切辦法來逃避執法者的檢查」，將執法者的責任由主動敘述為被

動，由決定性的變為局部的，體制或政策上的漏洞也因此被闡釋為暫時的、能力上的問題。

換言之，節目在給民間話語提供利益表達空間的同時，也在規範化、制度化著這種利益表達

途徑和空間。

通過民間話語與官方話語的置換，主流的官方話語自然而然地滲透進本文的敘事層，巧妙地

實現對前者的詢喚和整合。這種置換是否成功，直接決定意識形態宣傳是否有效。

「訪談」形式的採用被認為增加了節目的民主色彩，節目的採編人員從案情和社會問題揭示

入手，追蹤案發線索，訪問知情者和當事人，直至問題真相大白，節目製作者的傾向也就在

事實訪問的展現中顯示出來，藉此增加受眾的參與感和節目的真實性。訪談的過程本身就是

一個正在進行中的事實，記者在觀眾的注視下參與事件的調查，其訪談過程就成了觀眾「可



經歷」的事件，具有真實性。讓普通民眾出鏡，用他們的形象和聲音，在滿足公眾知曉權的

同時，也滿足了公眾的「話語權」，使節目成為「群眾喉舌」。所「談」只是被「訪」的內

容，這種話語權的設置是被嚴格限定的，加以編輯機器的配合，足以完美地縫合、修補這些

話語，使意識形態自然地流淌於訪談之中。

《焦點訪談》作為中央電視台1994年工作總體規劃中的一項出台，節目有嚴格的審批程序，

節目的任務是「引導、溝通、平衡、監督」8，這也決定了批評和暴露的指向都只限於政策的

執行和操作層面。

1998年5月開始，《焦點訪談》開闢反饋版《焦點的回聲》。從傳播學理論上說，這是滿足受

眾對事件結尾的知情需要，但在實際操作中，則是為了平衡地方政府利益，並且重建受眾對

地方政府的信心。但這一模式使用過多，產生的實際效果是：被打擊的地方政府可以在《回

聲》中獲得安撫甚至知錯就改式的免費宣傳，老百姓對地方政府的信心卻不可能在短時間內

重建。

故事化敘述：意識形態的修辭方式

「用事實說話」是《焦點訪談》的標版，也是其修辭方式。節目以對個案的故事化敘述呈現

事實，刻意製造戲劇性的矛盾衝突，比之提出論點─擺出論據─論證的程序化的評論，在傳

播理念和效果上都有巨大進步。然而，「事實」是一個共用空間／文本，事實不能自我說

明，需要以一個框架加以詮釋，不同的立場會有截然不同的解讀。

懸念和衝突是故事的基本構成要素。《焦點訪談》的批評報導前半部分往往是非法者的劣行

表演，後半部分必有正義角色出現；基本的「故事」模式是：善良無辜百姓利益受損→記者

調查證實→上級領導懲罰非法者→百姓利益得到補償；一般出鏡人物為：地方官僚／非法

者、老百姓／受害者、上級主管領導／拯救者；常用的影像符碼是：法律文件、卷宗、證

章、合同等，這些物品充當了「英雄」的寶物，而記者則代替我們行「英雄」之職。

《新聞調查》更是自覺地將故事視為意義生成的方式。記錄東北農村基層選舉的《大官村裡

選村官》，策劃和編導在節目策劃過程中就已經為未曾謀面的人物安排好了故事，「最好是

頑固勢力老村長寡不敵眾，新辦法給了村裡能幹人千載難逢的機會，一場較量即將展開，欲

知結果請看《新聞調查》」。最讓編導們興奮的是現實生活比他們所能想像到的更富有戲劇

性，選舉中殺出了一匹黑馬──一個老村長根本沒放在眼裡卻險些爆出競選冷門的前抽水

員，使得故事／選舉一波三折，頗具喜劇色彩。在敘事上，節目模仿情節劇的作法，將40分

鐘的節目分成三至五個段落，用預告或倒敘的方式製造並強化懸念，每個段落都設置有矛盾

和衝突發展的小高潮，段落之間都有一個設計用以承上啟下的片頭，一方面吸引新的收看

者，一方面留住上一段落的收看者，其間往往借用肥皂劇的基本手法──重複和延宕，保證

所有突然闖入的觀眾都能明白事件原委。

故事化離不開過程展示，了解或親自參與某個過程是一種特權。手術的過程只有醫務人員參

與，審判的過程一般也只有相關人員在場，對於大部分事件我們都可以知道其結果，而不能

參與其過程，因為很多秘密蘊藏於過程中──魔術之所以為魔術是因為我們看不到其過程。

這種特權式的體驗足以將普通觀眾牢牢地固定在電視機前。

「事實」是用來「說話」的，換言之，敘事是為了說理服務的。因此，採用故事化敘述的新



聞專題節目，在敘述上或由記者旁白評述，或由不同的採訪對象對記者觀點驗證式的回答，

兩種形式交替使用，使事件流程零散化，觀眾只能像觀影一樣任由記者引領，理性思考被觀

感體驗所代替，其傳播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故事化無異於一個溫暖的陷阱，當觀點、事件由一個個獨立的個體說出、演繹出之後，現象

便遭遇個人化、特殊化，必然性被偶然性所遮蓋，無疑削弱了其普遍意義。

生活是難以用「故事」窮盡的。對於國內觀眾而言，由國家級媒介以新聞形式講述的一切故

事，其真實性都是不容置疑的，當一個故事以真實的形象出現，也就意味著它是封閉的，真

實的結局是唯一合法的結局，真實事件中的張力被視為偶然而排除，對於關係的把握，也只

能採用簡單化的處理，總是停留在一個可以預見的框架內；結論自然也流於簡單甚至片面。

故事是有頭有尾的，而生活中的具體事件卻是在不斷延續的，人為地截斷這種延續過程，將

使事物的其他很多可能性被忽略。當一種社會現象以有頭有尾的故事形式出現時，社會現象

被闡釋為一個由命運或其他偶然性所決定的、發生在別人身上的特殊故事時，就會被故事化

解讀，從而拒絕觀眾的體驗式、認同式解讀，失去應有的影響力。

大多數故事有著我們所能認同的主角，過多地強調個人，我們就會忽視人是社會群體的代

表，忽略社會及其制度。在故事中，文本和現實之間的界限被想像性地取消，故事敘述的最

終圓滿同時也就意味著各種現實困窘的解決。

以《新聞調查》的首期節目《宏志班》為例。

宏志班是北京市某中學創辦的特殊班級，擇生原則有兩個：一是北京市月收入不足200元的家

庭中的孩子；其二是品學兼優。對被招收的學生，免全部學費，並在高中三年每年可獲得

1,500元的生活補助。學校本意是利用這個特殊群體的艱辛觸動學校的真正主體──上千名生

活優越的機關子弟。它的戲劇性在於，宏志班是將極個別品學兼優的都市底層孩子收編至普

通市民階層，其餘大部分成績一般的孩子則成為被遺忘的／不可改造的。於是，在最底層的

孩子中間，人為地分出兩極，即成績好／可改造的和成績一般／不可改造的。在生活水平普

遍提高的社會背景下，這些邊緣人的生活本身就易引發宿命理解，宏志班更使這種誤讀有了

落腳點。它的觀賞意義如同一齣「苦兒成長記」，宏志班的學生成為悲劇明星和家貧志遠的

媒介英雄，滿足普通市民的虛榮和廉價的同情心理，而引導、提昇的使命卻退至無限遠，以

致我們看著片中／劇中人物的艱辛而盡情揮淚，卻不會產生幫助他們的欲望，因為那是他們

的「命運」，我們無力也不必解救他們。宣傳訴諸情感本是為了促使行動，在這樣的敘事

中，觀眾的感動卻止於情感宣泄，不僅沒有促成行動，而且在情感方面也沒有深化和昇華。

《新聞調查》將這種故事化的敘述方式具體化為「主題事件化、事件故事化、故事人物化」

和「人物細節化」的原則，這樣的敘述邏輯在吸引受眾提高收視率方面的確行之有效。然

而，因為關注細節，在這類節目中，最易引起觀眾共鳴的不是事件的實質、主要人物的行為

動機、目的、手段及結果，而是「態度」；換言之，不是本質和過程，而是表象。囂張、目

中無人的表情和言辭最容易引起觀眾的義憤，對這些人的「修理」，甚至比對重罪犯人的懲

罰更讓觀眾感到快意。一般情況下，得罪或不配合記者的人都會在節目中或至少是在觀眾的

情感反饋中得到相應的報應。一方面，這是由於觀眾將自己認同為記者一方，並以當事人對

記者的態度判定是非；另一方面，大眾化的思維不關注深度，而以平面化的意義，即事件與

事件、事件與人（自我）的關係來代替。這種傾向同時影響記者和觀眾，在鏡頭內外的人感

到解氣快意的同時，中國老百姓原本就比較淡薄的法制意識便無影無蹤了，而一個十惡不赦



的罪犯只要態度「誠懇」，卻可能得到同情和諒解。

對新聞事件進行故事化的敘述方式並非央視首創，《新聞調查》的編導們不諱言節目對《60

分鐘時事雜誌》和《20/20》等國外同類電視節目的借鑒，但這種敘述方式並不完全是「舶來

品」，中國的敘事文化傳統源遠流長，在法制化、民主化進程中，如何利用有力的表現手段

來進行實現輿論監督？央視新聞評論部的編導策劃們正是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階段，針對

公眾社會預期心理，借助中國百姓「喜聞樂見的表現形式」，使三者實現最佳組合，從而完

成欄目的構架。可以說，故事化敘述與輿論監督的結合只有在今天才能顯現出強勢，或早或

晚出現十年，都難以取得現在的轟動效應。

由於央視在節目製作形式上對地方電視台具有示範作用，使得地方台的同類節目也都採取了

類似的表現手法，這種敘述方式雖然利於吸引觀眾，但負面作用也不可忽視：同一性質的社

會問題和現象換了人物和發生地，就是一個新故事，闡明的意義卻只能在同一層面簡單重

複。最終理性的觀眾不僅會對節目和這種輿論監督失去興趣，還可能對提供這種監督的權力

機關產生懷疑。

小 結

《焦點訪談》問世七年有餘，播出近三千期節目，在中國電視熒屏和國人的政治生活中都佔

有了重要位置，成為透視中國電視文化的最佳文本。以下僅就《焦點訪談》的社會功能作一

疏理。

一、利益表達與社會情緒疏導。在階層分化重組過程中，社會成員利益意識的自覺，必然導

致其政治參與和利益表達的願望增強，從理論上說，這種政治參與和利益表達可以增加社會

成員對政府的認同感和個人的成熟感，但由於我國政治制度改革滯後，沒有提供相應的表達

空間，《焦點訪談》在相當程度上代行了這種職責，提供政治參與和表達機制，通過這種機

制建構和詢喚分化的社會主體，使改革不再只是自上而下的變革，而成為一種同舟共濟、共

享艱難式的參與和認知，而那些不理解或不滿於改革的人，將同時承受倫理和道德的譴責。

在《焦點訪談》和《新聞調查》龐雜廣博的評說話題中，「反腐敗」和「減輕農民負擔」始

終是頻率最高、分量最重的兩個話題。顯然，這兩個語詞聯繫著轉型期政府面臨的兩大難

題，也是普通百姓所關注的政治話題。對同一話題的共同興趣為電視媒介彌合二者之間的斷

裂提供了可能，但不同的利益基礎、動機又使這種彌合只能止於表層，在為普通百姓找回現

實利益、滿足他們的利益表達和宣泄需要的同時，完成了新的意識形態的生產。

二、監督和打擊地方政府與其他職能部門。地方政府忽視國法和政策，偷漏稅、亂收費等，

維護中央利益、重塑國家威嚴，是中央政策和法律的有效執行者。中央政府在過去不僅不需

要也沒必要運用新聞手段去制約地方政府，而在利益分化的今天，不僅要依賴過去的行政手

段，而且更需要運用媒體手段「殺一儆百」。從這個意義上說，《焦點訪談》是中央政府在

新的歷史階段所創造的新型治理手段9，而遠非獨立的新聞監督。民主政府的一個基本條件就

是對權力進行有效的監督和制約，然而我國的制衡機制非常薄弱且不規範，媒介尤其是新聞

評論類節目在事實上構成了一種制衡力量。

三、重建中央級宣傳機構的權威。在電視傳媒的企業化轉型過程中，作為營利機構，收視率

被奉為第一準則，商業因素的過份侵入，損害了中央台的權威性，焦點類新聞評論節目通過



發出其他傳媒機構不能發出的聲音來重樹權威。當前具有社會使命感的一代正漸漸從社會舞

台中心退卻，年輕一代原本就缺乏政治參與熱情，工業化又造成社會分化及社會主體之間的

疏離，靠甚麼來維繫意識形態的權威？當發生重大事件需要鼓動群力群策參與時，由誰、在

哪、如何去發動？從這個意義上看，《焦點訪談》節目真正的意義並不在於推動某項具體政

策的實施和問題的解決，而在於重構一個權威的廣場和會堂，以便設置社會議題，確立框限

社會的聚焦點。

在利益分化和政治放權這兩種互為因果的力量作用下，多元化成為社會各領域、各層面發展

變化的普遍特徵和價值觀圖騰，中國社會隨之帶上了碎片化特徵。電視取代20多年前安裝在

每個家庭中的高音喇叭，將日趨分散的社會成員詢喚至一個影像構成的「政治廣場」，發揮

著具有高度動員力量的整合功能。

四、滿足政治和禁忌消費。泛政治化社會中的民眾對新聞／政治有極大的熱情，觀眾在消費

電視節目時，也在產生出意義和快感，當觀眾得知國家領導人也在觀看同一節目，視覺的平

等帶來政治平等的想像和滿足，尤其節目中相當一部分內容過去屬於內參範圍，一種禁忌消

費般的快感便可從中產生。大量偷拍鏡頭帶有刺激性，對一些掌權者的審判式的採訪和調查

讓我們找到了當家作主的感覺。在正義之名下，我們看到了許多過去不可見的東西。

焦點類新聞節目在初期的確能起到相當積極的作用，包括監督行政執法機關、疏導民眾情

緒、重塑國家威嚴等。但模式的形成意味著遮蔽性的突顯，使輿論監督呈現具體化、瑣碎

化，雖在多種權力機構和話語力量之間遊刃有餘，但卻漸漸喪失了從前的社會民主建構力量

和預期的意識形態宣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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